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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名理论是我国先秦名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古代名学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

学思想。《尹文子》、后期墨家和荀子等都论及到兼名问题，但最为详尽和系统探讨兼名问题的，则非公孙
龙莫属。兼名理论具体涉及到兼名的合成及兼名与单名的关系等。本文试从符号学角度对公孙龙的兼名
合成思想，作一些考察分析。

一

兼名理论是公孙龙对先秦名学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但它始终未能引起我国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究
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在我国将“名”解为“概念”的名学研究传统中，“兼名”也相应遭到了误读与曲解，
因而其学术价值没有得到彰显。实际上，“名”并非“概念”，“它属于自然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语词符号”[1] 55，
而“兼名”则是语词符号中的一个具体种类。二是公孙龙采取了一种“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来阐述兼名
问题，这不仅给后人的研读带来了一定困难，而且造成了对他的兼名思想似是而非的理解，甚至被当作

诡辩而遭责难。三是兼名问题与汉语言文字的构成特点密切相关，而现代的一些名辩思想研究者又往往
不太关注先秦名学与我国汉语言文字的内在联系，因而，对于“兼名”这一最富有中国特色的名学议题及
其思想，至今未能得到深入的挖掘与研究。
在先秦，有诸子对兼名的研究之实，却无“兼名”之名称。我国中国逻辑史界所用之“兼名”，其依据主

要源于《荀子·正名》中有关“单”、“兼”的论说。《正名》云：“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
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也。”在荀子看来，对于特定具体事物而言，如果用一个单名就足以代表它，那么，
可以一个单名谓之。单名是指由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构成的事物名称，如“马”、“石”、“白”、“坚”等都属于
“单名”。如果用一个单名不足以指称某一具体事物，那就需要用兼名来称谓它。兼名是指由两个和两个
以上的音节或字组成的事物名称。比如，对于客观存在的白马类动物来说，白马虽然属于马类动物，但白
马之为白马，已突显了白色这一特征，因此用以指称马类动物的“马”这个单名，已不足以代表白马，使用
“马”这一单名，不能将白马与其他有色之马如黄马、黑马等区别开来，这时，就需要用“白马”这样的兼名
来指称白马类动物。国内有研究者将荀子之论“单”、“兼”解为西方传统逻辑中的“单独概念”与“复杂概
念”，这实在牵强，明显不符合荀子的本意。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荀子所论“单”、“兼”，完全是以名
的物理性征即索绪尔所说的符号的能指作为认识基础的。因此，从荀子的立场来看，单名所表达的所指
并不一定就是单独概念，如“马”、“石”是单名，并不是传统逻辑的单独概念，而是普遍概念；反过来说，单

［摘 要］兼名是指两个以上音节组成的事物名称。公孙龙是先秦兼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其《坚白论》和
《通变论》中，较系统地阐明了兼名生成的基本条件，揭示了兼名的合成规律。这不仅是先秦名学中最具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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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概念也未必一定用单名来表达，如“中国”、“上海市”等。同样道理，兼名所表达的所指也不必然就是
“复杂概念”。“单名”与传统逻辑的“单独概念”、“兼名”与传统逻辑的“复杂概念”，并不同义，不能将它们
混为一谈。在我国中国逻辑史界，尽管对“兼名”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相同，但认为荀子的“兼”即“兼
名”，则是基本一致、没有分歧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公孙龙那里，有关兼名问题的讨论，都采取了一种“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

《公孙龙子·迹府》指出：“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
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这里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论，乃是属于以名
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名学问题，而其论说方式则是“假物取譬”。“假物取譬”是我国古人常用的一种说理
方法，它是指借助某一特定事物作比喻来阐明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论，是假借
“白马”以喻示兼名、假借“马”以喻指单名，以此阐明兼名（“白马”）与单名（“马”）之间的关系。在公孙龙
的《坚白论》和《通变论》中，也同样运用了“假物取譬”的说理方法。在《坚白论》中，公孙龙以坚石、白石两
种事物喻指兼名，以事物的坚、白属性喻指表征事物性征的单名，阐明了兼名合成的基本条件。在《通变
论》中，公孙龙则以“一”、“左”、“右”、“羊”、“牛”等喻指单名，而以“二”、“左与右”、“羊合牛”、“青以白”
等喻指兼名，以“二无一”为中心论题，深刻揭示了兼名的独立性。
实际上，“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并非公孙龙所特有，《墨经》作者也明显使用过[2] 249，《墨经·经下》中

“牛马之非牛非马，与可之同，说在兼”，即是假借“牛马”以喻示“白马”、“坚石”这样的兼名；相应地，
“牛”、“马”则喻指单名。因此，“牛马非牛非马”之论的思想实质，即是运用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道理，
阐明一个兼名与构成它的各个单名之间的关系。在我国汉语言文字系统中，单音词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
因此，作为一种事物名称，单名的存在形式即单音词或字。而兼名是名的复合形式，其存在形式即复音词
或字的组合形式。因此，要从命名的角度一般地讨论和阐述兼名的合成问题，采取“假物取譬”这样的论
说方法，或许是一种最简单明了的合理选择。
《尹文子》也论及兼名问题，并提出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构成原则。《尹文子·大道上》云：“语曰：

‘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
‘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于人也。”“牛”、“马”、“人”等名，指称
的是客观存在的具体物类，并且，它们都是有形的感性客体。这类名称是通过“名形”得到的，所以称为
“物之定形”。与“牛”、“马”、“人”等事物名称不同，“好”是一种谓述事物所处地位或状态的事物名称，属
于“物之通称”。如果以“好”这一评价指号与“牛”、“马”、“人”等指谓指号相连结，就组成了“好牛”、“好
马”、“好人”等兼名即名的复合形式。因此，这里的“好牛”、“好马”、“好人”既是兼名的特例，也是兼名之
喻。在我国学术界，很早就有公孙龙上承尹文形名之说，比如，伍非百认为，上述《尹文子》所论即“为公孙
龙《白马论》之先声”[3] 479。
公孙龙的《坚白论》、《通变论》和《白马论》三篇，都是探讨兼名问题的专论，但对兼名合成问题的系

统论述，则主要集中在前两篇。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
做符号”[4] 102。而“先秦文献中的‘名’既可指文字符号，也可指声音符号。如果指文字符号，它就是字形和
字义的结合体”[5]。从公孙龙的思想材料来看，他对兼名合成问题的分析，就主要是从作为文字符号的能
指即字形的角度来展开的，通俗地说，兼名合成问题，也就是字与字之间的组合问题。

二
《坚白论》是公孙龙论述兼名合成问题的专论，其思想核心是阐明构成兼名的基本条件。
《坚白论》说：“曰：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
白得坚，其举也二。”“坚白石二”是《坚白论》的中心论题，《坚白论》全篇也是围绕它而展开具体分析论证
的，这已成共识，但对“坚白石二”的解释，在学术界则歧见不少。我们认为，既然“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
白得坚，其举也二”，乃公孙龙用以论证“坚白石二”的最直接论据，自然，它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坚白石
二”涵义的关键所在。请注意，在这里，公孙龙使用了一个对理解中心论题至关重要的“举”字，而这一点
却往往被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举”为何义？公孙龙并未给出明确界说，但在与公孙龙名学有密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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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诒让改“一一”为“一二”，非是，原文无误。“一一不相盈”，乃是针对客方“其白也，其坚也，而石必得以相盈”而作答的，因而，“一
一”分别指坚、白两种属性。

联系的《墨经》中，不仅提出了“举”的定义，而且给出了清晰的说明。《墨子·经上》说：“举，拟实也。”《墨
子·经说上》释云：“（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墨子·小取》又说：“以名举实。”不难理解，墨家所谓“举”，
乃是指名对于客观事物及其属性的摹拟、模仿，也就是名对于客观事物及其属性的指称或表征；“以名举
实”，就是用名去谓述、指称具体事物。因此，《墨子·经说下》说：“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根据有关
“举”的涵义，并结合《坚白论》中对“无坚得白”、“无白得坚”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明白，公孙龙所谓“无
坚得白，其举也二”，是指人们在感知到石的白色性征而没有感知到石的质坚性征时，其所获得的关于名
的所指为二，即石的形状和白色两个方面的性征。相应地，公孙龙所谓“无白得坚，其举也二”，是指人们
在感知到石的质坚性征而没有感知到石的白色性征时，其所获得的关于名的所指也为二，即石的形状和

坚硬两个方面的性征。因此，所指为石的形状和白色的名只能是“白石”这一名称，而所指为石的形状和
坚硬的名，则只能是“坚石”这一名称。
既然公孙龙用以论证“坚白石二”命题的直接论据，是“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

那么，我们由此即可进而辨明公孙龙“坚白石二”的本意：所谓“坚白石二”，实际是指在“坚”、“白”、“石”
三个不同的单名中，只能分别选取其中的两个有效地合成两个不同的兼名。具体说就是，选取“坚”和
“石”这两个单名组成“坚石”这一兼名，选取“白”和“石”这两个单名组成“白石”这一兼名。简单说来，所
谓“坚白石二”，是指由“坚”、“白”、“石”这三个单名只能组成两个不同的兼名。公孙龙认为，在“坚”、
“白”、“石”这三个单名中，如果由“坚”、“白”两个单名组成“坚白”这样的复合形式，那是不合理、不可行
的。因为，“坚”、“白”两名所表征的事物坚、白两种性征，是各自独立、相互分离的。因此，我们认为，“坚白
石二”的思想实质，乃是名称符号的组合问题。从现代符号学来看，公孙龙《坚白论》中的兼名合成思想，
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在《坚白论》中，公孙龙从认识论角度阐明了表征事物属性的名称符号“坚”和“白”的生成依
据。《坚白论》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公孙龙认
为，具体物类各有其不同的属性，不同的事物属性是通过不同的感知方式而被人感知、认识的。因此，由
不同的感知方式而获得的对事物的不同属性的认识，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名称符号的所指。名称符号的所
指不同，其所代表、指称的对象也不同。目视只能感知到物之色白而不能感知到物之质坚，由目视所感知
到的物之色白，即成为名称符号“白”的所指。手拊只能感知到物之质坚而不能感知到物之色白，由手拊
所感知到的物之质坚，即成为名称符号“坚”的所指。名称符号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其能指不同，而且在
于其所指有别。不同的名称符号有不同的所指，表征不同的观念（或概念），而有不同的所指，也就表明它
们是不同的名称符号，代表和指称不同的对象。“坚”名的所指是物之质坚，它是通过触觉而被感知的，它
所指称的对象是世上一切具有坚性的事物。“白”名的所指是物之色白，它是通过视觉而被感知的，它所
指称的对象是世上一切具有白色的事物。由于人的不同感官对事物具有不同的感知职能，而人们对客观
事物属性的具体认识又是通过不同的感官而被感知的，不同感官之间并不存在感知职能上的替换，因此，

人们是通过不同的感官而达到对客观事物不同属性的感知，从而获得表征事物不同属性的名的所指。
公孙龙从认识途径、认识方式的不同，来揭示“坚”、“白”两个名称符号不同的生成依据，从中国古文字的
性质和生成特点来说，并不失其合理性。
第二，在《坚白论》中，公孙龙阐明了表征事物属性的名称不能相互结合组成兼名的道理。《坚白论》

说：“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谓之离。一一不相盈，故离。”①“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
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公孙龙认为，客观存在的各事物属性之间是不存在必然联系的。因为，在他看
来，一事物的坚硬，并不决定和规定该事物的颜色一定是白；同样，一事物的白色，也不能规定该事物必

然质坚。坚、白等属性并不是某一具体物类所特有，而是诸多物类所兼有。因此，当人们借助手的抚摸而
感知到一事物的坚硬时，并不能由此推知到该事物必然为白色，即便该事物确实具有白色的属性，但由

于人的触觉并不具有感知事物颜色的功能，这时，色白的属性是自藏于该事物而“不知”，即未被人们的
触觉所感知、认识。同样，当人们通过目视而感知到一事物的白色性征时，也不能由此推断该事物一定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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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即便该事物具有坚硬的属性，但因为人的视觉并不具备感知事物坚硬的职能，这时，质坚的属性是自

藏于该事物而“不见”，即未被人们的视觉所感知、认识。由于事物兼有的坚、白属性是各自独立的，人们
对它们的感知、认识，又是借助具有不同职能的感官分别加以获得的，因而，用以表征坚、白属性的名称
符号“坚”、“白”，也是各自相离，彼此独立的。公孙龙虽是论述“坚”、“白”这两个具体名称符号的彼此相
离、独立，但从汉语言文字构成特点来说，它具有普适性意义。换言之，它阐明了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性的
原则，这就是，“坚”、“白”这类表征事物属性的单名即“物之通称”都是各自独立的，不能相互结合成新的
兼名，即不能彼此结合组成类似于“坚白”、“白坚”这种复合形式的名称，否则，就将造成名实关系的混乱
和失调。而从我国汉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来说，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表征事物性征的单名合成一个兼名来
指称一个新的事物，也是不合适、不恰当的。在我国汉语言文字系统中，实际上也是没有类似“坚白”这类
事物名称的。因此，人们可以说某事物既坚又白，但以“坚白”作为特定事物的专有名称，既不符合命名习
惯，也是不存在的。
但是，公孙龙并没有否认某一事物可以同时具有坚、白等不同属性。在他看来，即使某一事物如石同

时具有坚、白属性，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属性之间就必然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坚石也许具有白的属性，但
世界上的坚石并非尽是白石。坚、白这两种属性的区分本身，就已表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公孙龙
的认识是有其道理的。此外，公孙龙虽力主坚、白相离，但他并不认为坚、白两种属性可以脱离具体物类
而存在，《坚白论》云：“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于石。”“离也者，藏也。”在公孙龙那里，坚、白两种属
性总是存在于具体物类之中的。
第三，《坚白论》指出了构成兼名的基本条件：一为“物之通称”，一为“物之定形”。公孙龙认为，在

“坚”、“白”、“石”三个单名中，“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只能组成“白石”、“坚石”这两
个复合形式的名称符号，即兼名，不能组合成“坚白”这种复合形式的名称符号。
从《坚白论》中很容易看出，对于由单名“坚”、“白”分别与单名“石”结合，组成“坚石”、“白石”这样的

兼名，主、客双方都是没有异议的。也正因为此，公孙龙以“其举也二”概而言之，未予详说。从对事物命名
的角度来说，“坚”、“白”两个单名都是表征事物性征的名称，这在中国古代称之为“物之通称”，即许多事
物兼而共有的名称符号；“石”名则被称为“物之定形”。在我国古人的认识中，事物的形状虽也是事物的
一种性征，但这种性征通常被当作一种物类的界定性质，客观存在的事物各有其形，具体物类以其形征

不同而相互区分。“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管子·心术上》），“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尹文子·大道
上》），事物的形征既是区分事物的根据和标志，也是命物之名得以生成的依据，“形以定名”，“名者，名形
者也”（《尹文子·大道上》）。在先秦名学家看来，“以形务名”而生成的名称如“石”、“马”等，其所指称的对象乃
是具体物类之间的本质区别，物类之形与物类本身具有同等的意义。因此，相对于表征事物性征的名称
符号如“坚”、“白”等来说，“物之定形”在区别物类上起着一种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占据一个核心地位。
这样，对具体物类的命名活动，也就形成了“通称﹢定形”的合成规律。
公孙龙认为，“坚”、“白”是用以表征事物性征的名称，“石”是用于指称物类本身的名称，由于“坚”、

“白”所表征的事物性征，又总是为不同具体物类所具有，因而，表征事物性征的“坚”、“白”两个单名，可
分别与表征物类本身的“石”名相结合，组成新的复合形式的名称符号。需要指出的是，在《坚白论》中，公
孙龙虽然提出了兼名合成的基本条件，即构成兼名的两个单名必须是一为“物之通称”，一为“物之定
形”，但对于这样两个单名究竟如何组合，《坚白论》并未作具体、明确的阐述。

三
公孙龙《通变论》的主旨是探讨名与名之间的关系，但在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兼名合成规律的认识和

论述。“二无一”乃《通变论》的中心论题，但对它的具体论证，公孙龙是通过对“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
等辅助命题的分析来展开的。
世界上决不存在既非羊、也非牛的“羊牛”事物，这也是公孙龙惯用的“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通变

论》之所设“客难”，没有从常识上指出“羊牛”之物的虚假性，就足以表明，这里的“羊牛”也是公孙龙所虚
拟，借它以喻指兼名。“羊合牛”、“牛合羊”都是喻指两个不同的单名组成一个兼名；“马”、“鸡”则为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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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名之喻。
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公孙龙对“羊合牛非马”与“牛合羊非鸡”两个命题的论证分析，是有显著差异

的：首先，从表述形式上看，在“羊合牛非马”与“牛合羊非鸡”两个命题之间存在一个显著差别，这就是
“羊”和“牛”的前后顺序完全相反。其次，从论证方式上看，二者完全不同。公孙龙对“羊合牛非马”的具体
分析，采取的是“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这样一种有、无对立的说理方式，来区分“羊牛”与
“马”的。而他对“牛合羊非鸡”的具体论证，则采取了“牛羊有毛，鸡有羽”，“鸡”有“足”，“牛羊”亦有“足”
这种“两有”的论说方式，来区别“牛羊”与“鸡”的。“两有”虽然并不意味着“两同”，但它与那种有、无对立
的说理方式，则是有明显差别的。从公孙龙提出的用以支持“羊合牛非马”论题的具体论据如“羊牛有角，
马无角”等来看，它们都是真实可信的，而用来分析“牛合羊非鸡”命题的具体论据，如“鸡足三”、“牛羊足
五”等，则明显是虚假的、不可信的。对两个命题采取截然相反的论证方式，无疑是公孙龙的一种刻意安
排。再次，从公孙龙对两个命题的评价和态度来看，也是完全不同的。公孙龙对于“羊合牛非马”命题的评
论是：“若举而以是，犹类之不同，若左右，犹是举。”（《公孙龙子·通变论》）显然，他将“羊合牛”看作是类似于
“左与右”那样属于“正举”的兼名。而公孙龙对“牛合羊非鸡”命题的评价是：“与马以鸡宁马。材不材，其
无以类，审矣！举是乱名，是谓狂举。”（《公孙龙子·通变论》）在他看来，“牛合羊”属于“狂举”的乱名。并且，很
明显，公孙龙根本就不将“牛合羊”当作“左右”这样的兼名来对待。
问题在于，对于“羊合牛非马”和“牛合羊非鸡”这两个命题，公孙龙为什么要采取两种不同的说理方

法，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并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显然，这与兼名的构成问题有关。正如
上面所指明，公孙龙的“羊合牛”、“若左右”，实为兼名之喻，如“白马”、“坚石”等。因此，表面看来，“牛合
羊”与“羊合牛”并无一字之差，但“羊”、“牛”在它们中所处的位置却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牛合羊”，实际
上是类似于“马白”、“石坚”这样的名的组合形式。公孙龙认为，像“马白”、“石坚”这样的“牛合羊”组合形
式，是属于“材不材，其无以类”，都是“狂举”的乱名，它们是不能用来作为事物名称的。也正因为“牛合
羊”属于非正举的乱名，因而，公孙龙在分析“牛合羊非鸡”时，就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说理方式，将作为
名称符号的“足”，与作为“足”名指称对象的足简单相加，得出“鸡足三”、“牛羊足五”这类荒谬的有悖常
识的诡论。由此可见，公孙龙采取这种将名与实混同的说理方法，来论证“牛合羊非鸡”命题，实际上是他
的一种“以错对错”的巧妙设计，其本意在于提示和告知人们，他这里的“牛合羊”并非名实相当的“正
名”，而是“名实无当”的乱名。也就是说，“牛”和“羊”是不能相与组合成“牛羊”这样的复合形式的事物名
称的。
在《通变论》中，公孙龙针对客方的“他辩”，具体分析了“青以白非黄，白以青非碧”，但其表达的思想

内容与上述两个命题并无根本性差别，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分析。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对这两个命
题，公孙龙也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作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评价。正如《通变论》所云：“黄其马也，
其与类乎；碧其鸡也，其于暴乎。”因此，在公孙龙那里，与“羊合牛”一样，“青以白”也是属于“正举”的名，
而“白以青”与“牛合羊”相类，它是属于“非正举”即“狂举”的乱名。
不难理解，在《坚白论》基础上，公孙龙在《通变论》中更全面地阐述了兼名合成问题，揭示了汉语言

符号系统中兼名的合成规律。
首先，在公孙龙看来，组成兼名的单名应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在分析“羊合牛非马”命题时，他一

开始就以“羊有齿，牛无齿”作依据，强调指出“羊与牛唯异”。前面已经指出，这里的“羊合牛”喻指由两个
单名合成一个兼名，“羊”、“牛”、“马”则是不同的单名之喻。公孙龙所要论证的论题是“羊合牛非马”，其
主旨自然是“羊合牛”与“马”之间的相非关系。但公孙龙开门见山指出“羊与牛唯异”，这显然是有意在提
示人们，组成兼名的单名“羊”、“牛”，必须是有所区别的。具体地说，用于组成兼名的单名，必须各有其不
同的能指、所指，各有其确定的指称对象。比如，“白”与“马”相合可生成“白马”这一兼名，就是因为“白”
与“马”这两个单名有着不同的物理性征，并且分别指称不同的事物，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单名。按照兼名
的这一组合原则，就排除了一个单名自身相结合组成兼名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同实异名组合成兼名的可

能性。如“白”与“白”、“马”与“马”这样的单名，其能指、所指完全相同，因而它们不能组成兼名。这一原则
也排除了同实异名组成兼名的问题。如“犬”、“狗”两个单名，它们的能指虽然不同，但二者的所指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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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指称同一类事物，因而也不能组成新的兼名。另一方面，构成兼名的单名所指称的对象之间又必须
是有联系的。“羊有角，牛有角”，“羊”和“牛”作为构成兼名的单名，它们之间又必须具有某种特定的联
系。比如，“白”和“马”之所以能够组成“白马”这个兼名，是因为“马固有色，故有白马”（《公孙龙子·白马论》），
颜色是马的一种性征；“坚”、“白”之所以能与“石”结合，分别组成“坚石”、“白石”这两个兼名，就在于
“坚、白，二也，而在于石”（《公孙龙子·坚白论》），坚、白都是石所具有的性征。在公孙龙看来，如果两个单名之
间不具有任何的联系或关系，那它们是不能组成新的兼名的。比如，由于人们通常不将坚硬看作是人的
一种性征，即“坚”与“人”之间没有联系，因而，不能由“坚”与“人”两个单名组成“坚人”这样的事物名称。
其次，在公孙龙看来，兼名的组成必须符合“以通称随定形”的规律。在《坚白论》中，公孙龙以不同感

官具有不同感知职能为依据，指出了组成兼名的两个单名，必须一个是“物之通称”，一个是“物之定形”，
从而排除了由同为“物之通称”的单名合成兼名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分别作为“物之通称”与“物之定形”
的两个单名，如何组合成兼名的问题，《坚白论》并没有具体论及。在《通变论》中，公孙龙则对这一问题作
出了明确的论述和说明。
在公孙龙看来，“羊合牛”和“青以白”是属于“正举”的事物名称，而“牛合羊”和“白以青”则属于“非

正举”的乱名。这里的“羊合牛”、“青以白”，都是表征和喻指“白马”、“坚石”这样的兼名；而“牛合羊”、“白
以青”，则是表征和喻示类似“马白”、“石坚”这种名的复合形式。不难看出，前者即属于《尹文子》中所说
的“以通称随定形”，而后者则相当于“以定形随通称”这样的组合方式。
公孙龙认为，“以定形随通称”不能作为合成兼名的正确方式。他在《通变论》关于“非正举”的分析

中，更具体指明了“以定形随通称”不能成立的原因，从而也更清楚表明了他肯定“羊合牛”和“青以白”、
而否定“牛合羊”和“白以青”的真正意图。《通变论》说：“暴则君臣争而两明也。两明者，昏不明，非正举
也。非正举者，名实无当，骊色章焉，故曰两明也。两明而道丧，其无有以正焉。”在公孙龙看来，任何一个
名称符号都有它固定的“位”，“位其所位，正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因而，只有当一个名称符号处在它所
应处的位置时，它才是名实相当的“正名”。他认为，像“马白”这样的名的复合形式，由于它们“骊色章
焉”，没有将“物之定形”的“马”突显出来而导致“两明”。也就是说，构成兼名的两个单名，因为未分主次
而都被突显出来，其结果就必然是“昏不明”。而这种“两明”的组合形式，由于“材不材，其无以类”，人们
难以确定它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公孙龙看来，“马白”这类“两明”的名的组合形式，由于违反了兼
名的生成规则，乃是属于“名实无当”、“非正举”的乱名。总之，公孙龙认为，兼名的合成必须符合“以通称
随定形”的规律，由此法则合成的兼名，才是“正举”的事物名称。
上述分析也表明，公孙龙之论“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规律，不仅沿承了《尹文子》的命名思想传

统，而且作了更为精彩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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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much less frequently mentioned by Su Shi than Zhuang Zi， Li Bai， Du Fu， Han Yu， Liu Zong yuan， Liu Yuxi and Bai Juyi.
That’s something to do with Su Shi’s attitudes toward Qu Yuan， that is， “Although he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doctrine of
mean， he is still the role-model as a virtuous man.”

A Modern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GONGSUN Long’s Theory of Jianming Synthetic Regulations

ZENG Xiang-yun
Jian Ming refers to the name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syllables in classic Chinese. Gongsun Long， a well-known thinker in

the pre-Qin period， who epitomized the concept of Jian Ming，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its basic features， conditions and rules
in his logic essays entitled Jian Bai Lun （On the Properties of Being Hard and White） and Tong Bian Lun （On the Properties of
Being Similar and Different）.Gongsun Long’s idea of Jian Ming is not only the semiotic concept with the mos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e-Qin naming theories， but also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semiotics.

A Historical Review on Hubei Governance Policy of Fixed Teaching Assets
during the Nanjing Administration Period

FENG Bing
School property， also known as educational property， is one kind of public property. School property in Hubei mainly refers

to industries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include the Palace ruins， college campus， public or private donors to allocate
pipe subsidy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lack of specialized management agencies and
personnel， the school property management is in chaos and the property is generally seized by the local gentry. Although it is
occasionally proposed that the school property be cleaned up， it has not been put into practic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social reconstruction functions replace and dominate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functions. The
need of cost to implement economic construction， national education， health care， social aid and other undertakings gradually
becomes urgent. Hubei Provincial government starts to clean up school property in the controlled area. By issuing such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School Property Cleanup Committee Regulations， Hubei School Property management Rules， by setting up the
school property management agencies and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of public property system to clean up the property across the
province， the disorder of asset management is in control. As a result， school property expands， and channels of revenue are
diverse. Affected by social unrest， frequent changes of regime， the practice of the school property cleanup policy has produc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exerted a direct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reform process and social change in Hubei.

A Historical Study on Basic Features of Civilian Official Recommendation
and Promo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O Zong-zhi
Like other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Qing Dynasty laid great emphasis on the selection of officials. Therefore，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s and arrangements had been established to select officials. On the basis of recommendation systems in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not only normalized and strengthened its recommendation systems， but also broadened the scope of
the systems’ applications. In late Qi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nature， 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definitely led to the modification of recommendation syst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fficial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fficial recommendation systems from
the dynamic and static dimensions respectively.

Study on Walter Lippmann’s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and Its Psychological Features

KE Ze
Walter Lippmann is a key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He is one of the

scholars who have carefully studied the issues related to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Due to his special career experience
and the unique theoretical pursuit， Lippmann was most intrigued by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In his public opinion
theory， Lippmann analyzed not only the institutionalized factors hindering the rational public opinion in the democratic society，
but also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across the subjective cognizance and objective facts， with vivid psychological traits in his
public opinion & propaganda research. His research marked the psychological turn of traditional jour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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